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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地域分

工及中国城市发展制度环境的重塑不仅推动了中

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在地方政府之中滋生了增

长主义的城市发展战略。然而，随着当前城市经

济、社会、生态等全方面的隐性危机逐渐进入了

显性化阶段，增长主义必须也必将终结。本文在

剖析城市增长主义空间表征的基础上，厘清了增

长主义的逻辑体系与危害，揭示了终结增长主义

的内外推力，进而提出了中国城市规划面临的重

大转型及所必须采取的新的应对。

【关键词】地方政府；企业化治理；增长主义终

结；城市规划转型；中国

ABSTRACT: Since the later 1990s, the global 
economy division and the remodeling of Chinese 
urb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ve not only 
promot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created the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rowth 
Supremacism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However, 
as the all-around implicit crisis on urban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becomes 
increasingly explicit, Growth Supremacism will and 
should be surely terminated.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logical system and harm of Growth Supremacism 
based on analysis on Growth Supremacism spatial 
expression, reveal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orce of Growth Supremacism termination, 
and consequently puts forward the momentous 
transformation that Chinese urban planning is facing 
and the new relevant measures that we should take. 
KEYWORDS: local government; enterprising 
governance; termination of Growth Supremacism;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lanning; China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

中国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世界上从

未出现过的大规模而持久的增长”[1](图1)，这

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发

展模式的强烈关注[2]。1980年代有学者通过对战

后日本经济的研究，首次揭示了日本奉行的经

济增长至上、高额利润第一的“增长主义”发

展战略[3]。如果我们剖析中国过去近20年的所谓

“高速增长”现象，可以说正是这种单一关注速

度与效率的“增长主义”支撑了“中国奇迹”的

出现。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的角

度开展了对增长主义的研究[4～6]，并指出了增长

主义对中国长远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危害。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增长主义的

影响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发展领域，其更被作为一

种发展工具而渗透于从中央到地方整个发展体系

的方方面面。在相当程度上而言，中国经济的高

速发展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通过城市空间的

扩张来完成的，城市空间正是增长主义实现资本

增值、积累以及资源、财富分配的核心载体，并

由此导致了城市发展中孕育的大量尖锐问题与矛

盾。在新的国际、国内发展格局中，中国的城市

增长主义必须也必将被终结，由此必然在极大程

度上重塑城市规划的环境。城市规划作为一种重

要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城市空间再生产的重要制

度工具，如何主动应对并促进增长主义的终结？

如何化解增长主义所累积的种种城市问题？这些

都将是中国城市规划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并由

此掀开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全新帷幕。

2  中国城市增长主义的内在逻辑与空间表征

2.1  城市增长主义的制度基础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

境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全面对外开放、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以及分税制、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市场

化等一系列改革的不断深入，重塑了中国城市发

展的国内制度环境。简要而言，中国城市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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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之间处于一个日益激化的激烈竞争环境之中，

也因而促使发起、推动和直接参与这一宏大制度

改革的地方政府主体，产生出寻求一切可能的

投资来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7]。与此同

时，国内一系列变革与国际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

契机又耦合在一起，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WTO)巩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为

中国经济的腾飞尤其是走上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内外部

制度环境中，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经济全球化

以及考核制度、地方财政短缺等多重压力，中国

地方政府逐步以城市空间(其核心是城市土地)为

载体，建立起了中国城市的“增长主义”发展模

式，并进而衍生出一套以经济指标增长为第一要

务、以工业化大推进为增长引擎、以出口导向为

经济增长主要方式、以制度设定攫取高额利润的

相互嵌套的增长主义逻辑体系。

2.2  城市增长主义的逻辑体系

2.2.1  以经济指标增长为第一要务

增长主义逻辑体系的核心内涵是经济的增

长，作为初级阶段的增长观，增长主义强调的是

总量增进而不是结构优化。于是，在增长主义的

逻辑体系下，以GDP为代表的经济指标增长成为

了第一要务，中国的经济改革逐步演化成为以经

济增长为基础的政绩锦标赛。将地方官员的晋升

与当地经济增长紧密挂钩[8]，从而促使地方政府

对GDP产生了狂热的崇拜与追求，并通过“五年

规划”等途径展开对GDP总量、增长速度的攀比

竞赛，甚至出现了地方GDP增长总数频频大于全

国GDP增长总量的“数据溢出”现象。

与经济增长强烈诉求相对应的是，1990年

代中后期以来在市场化及全球化的环境中，以权

力下放、分税制等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极大

地推动了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中央政府在

赋予地方政府更多可支配资源的同时，也越来越

将增长压力逐步转移至地方，这迫使地方政府演

变成为一个个增长饥渴、财政饥渴的竞争实体，

由市场的“守夜人”转型成像企业一样的“经济

人”。这样的“角色转变”导致地方政府为了谋

求吸引、获得优质生产要素方面的竞争优势，不

遗余力地发展本地经济、提升本级财力。正因如

此，地方政府虽然拥有中央代理人和地方所有者

的双重身份，但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以经济

指标增长为第一要务上得到了高度统一[9]。

2.2.2  以工业化大推进为主要增长引擎

工业化一直被认为是近代世界实现国家富

强、人民生活幸福发展的最重要物质基础[10]，而

工业化短缺曾经被视为中国长期积弱积贫的主

要原因，更加强了中国对现代工业化的渴望、

对GDP快速增长的憧憬。建国后的“一五”计

划、“二五”计划、“三线建设”，以及1970

年代末大量引进国外设备等工业基础设施建

设，虽然经历了许多失败，但为中国工业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9]。

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耦合了世界新一轮的产

业转移大潮，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快速城市化过

程与工业化过程互为促动，在地方经济增长中投

资大、见效快、产出大、税收高的工业经济成为

支撑地方政府参与“GDP竞赛”的主力军。由于

工业经济具有较强的集聚效应，带来了人口、就

业的集聚、服务业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从而又

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可支配的资源包括如今饱受

诟病的“土地财政”。因此，工业化大推进与促

进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也

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地方政府落实增长追求、维护

地方利益的主要着力点。尽管近年来国家一再期

望调整产业结构，但是第二产业的比重却出现了

不降反升的趋势，尤其是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中，新一轮的巨量投资进一步拉高了二产的

比重(图2)。

图1  1990年以来部分国家GDP增长率比较
Fig.1  Comparison on GDP growth rates among some countries since 1990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1。

图2  中国国民经济中三次产业贡献率与增速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three industries on growth rate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for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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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以出口导向为经济增长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大推进面临着

一个显著的困境：作为一个长期内闭、落后的经

济体，在缺乏充足的国内消费市场的前提下，如

何解决产品生产、资本积累和消费市场开发之间

的矛盾，而此时到来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适

时地为中国解决了这个难题。中国依赖国际市场

尤其是欧美市场的巨大需求消化了过剩的产能，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将大量的“中国制造”推及到

世界各个角落，国家实现了进出口额、外汇储备

的急剧攀升。虽然中国并未明确提出出口导向发

展模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始终将出口鼓励放

在首位，千方百计扩大出口量[11](图3)，而内需

和消费拉动则被置于经济增长的次要位置。

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国家、地方

政府的制度架构和政策考量都是以最大化地开发

和调动生产要素为着眼点，而其他发展目标(例

如民生、生态、产业核心竞争力、自主内生发展

等)则被置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因此，出口导向

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与增长主义的逻辑体系表现

出显著的耦合特征，同时也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资

源配置方式并进而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2.2.4  以制度设定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各种制度设计被用来保证增长主义逻辑的最

终实现，以极力推进速度快、成本低、收益大的

城市化。六普公报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半城市

化”人口已达到2.2亿，这说明我国是通过一种

低成本的方式为工业化大推进提供了充足的廉价

劳动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利用城乡二元土地

制度垄断了农地向建设用地的流转，并通过垄断

一级土地市场从而攫取高额的利润差，获得丰厚

的土地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从结构上以高商业地

产价格补贴低工业地价，进一步压缩了工业化大

推进的要素成本，同时解决了资本积累与产业竞

争力问题[12]。简而言之，地方政府凭借制度设定

获得了工业化大推进过程中的低成本优势，这就

是中国城市与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逻辑(图4)，

并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以“价廉者胜”为市

场准则的激烈竞争。

2.3  城市增长主义的空间化表征

城市空间资源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可以

直接干涉、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13]，因此必

然成为地方政府落实增长主义体系运转、实现价

值再生产的重要载体。在经济指标增长的利益引诱

下，地方政府以超前消费空间为代价换取城市的发

展，这也使增长主义在城市空间上表现出城市工业

用地与经营性用地同步扩张的基本空间表征。

低成本模式的工业化大推进产生了旺盛的

用地需求，助推了城市空间的外延开发，各地工

业园、开发区、产业园区层出不穷。这种板块式工

业经济的驱动迅速拉开了城市的空间框架，而密集

的工业板块经济之间残酷的资源竞争又进一步加剧

了对空间的掠夺。与此同时，工业的快速发展对人

口、产业等要素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并衍生出对

经营性用地的旺盛需求；城市政府也迫切需要通过

经营性用地的收益来弥补工业用地的巨大投入以实

现基本的财务平衡，从而形成了城市空间扩张的利

润生成循环(图5)。于是在地方政府种种直接、非

直接的支持下，商业地价、商品房价以超经济增

速增长。在城市建设的实践中，面对供不应求的

用地需求以及考核竞争的环境，地方政府通过大

图3  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
Fig.3  Proportion of China’s gross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s in the world’s 

total volume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中国统计摘要2012。

图4  中国城市增长主义的逻辑体系
Fig.4  Logical system of Growth Supremacism in Chinese cities

图5  增长主义下的中国城市空间扩张循环
Fig.5  China’s city space expansion cycling based on the Growth Suprema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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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魄、大规模、大手笔的规划使城市空间表现出

“马赛克式”的碎片增长特征[13]，城市建设用地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粗放式扩张，导致近10余年来

全国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急剧下降(图6)。

3  城市增长主义的危机及其终结

3.1  城市增长主义面临的危机

3.1.1  多元目标的发展失衡

长期奉行的增长主义发展方式，造成经济与

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目标发展之间的失衡，

不仅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外部效应，也掣肘了中国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长主义导向的地方政府

往往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发展，福利体系建设的

步伐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加之体制上的痼疾导

致了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滋生了居住空间极

化、新城市贫困、城市暴力拆迁、传统文化断裂

等一系列社会与文化问题。与此同时，盲目追求

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巨大环境保护成本和环境污染

外部效应则长期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最近什邡、

启东、宁波等地爆发的公共环境事件都表明了民

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达极限，中央在十八大

报告中更是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美好中

国”的战略目标。

3.1.2  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

近20年来高度依赖投资和外需拉动的经济增

长方式，使得中国内生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受

到了极大的压制；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贸易以

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为主，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

偏低[14]，带来了产业结构失衡、产业层次低、效

益差、缺乏核心竞争力、经济稳定性弱等一系列

的问题。近现代世界经济的基本规律已经证明，

一旦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国外市场出现危机，出

口导向型战略下所隐藏的经济结构失衡、稳定性

差等问题也将逐渐显现并最终危及国家的经济安

全。中国内需结构失衡突出表现为居民的消费率

过低而储蓄率和经济的投资率过高[15]，例如2008

年居民消费率美国为70.1%，印度为54.7%，而

中国仅为35.3%，其原因是劳动力的收入长期受

到限制，但投资却受到过度的激励。

3.1.3  地方政府财务透支的危机

1994年分税制的施行，使得地方政府积极从

预算外尤其是从土地征收中为自己聚集财力[16]。

但是，当前中国的土地财政本质上是“寅吃卯

粮”，将城市土地出让40年、50年、70年的收益

一次性地收取以供本届政府3～5年的使用，依靠

透支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收益来谋取眼前的快速

增长。事实上，每一个“下届政府”非但不能享

受“上届政府”土地收入的盈余，还不得不为

“上届政府”背负起日益沉重的“城市物业维

护”成本（包括市政设施建设与运营、社会设

施建设与服务等等），如此不断累积、延续、

加剧。据有关方面估测，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

债务总余额在4万亿元以上，相当于我国GDP的

16.5%、我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74.6%[17]。而地

方政府的银行信贷大部分是以土地作为抵押，还

款来源主要依靠土地出让收入，为了避免出现债

务违约，就必须确保足够的土地收益，这也进一

步加重了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持续加

剧了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地方政府财务危机，严重

危及了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治理安全。

3.2  城市增长主义走向终结的内外推力

虽然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增长主义使得中

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创造了改革开放

后累计GDP总量的80%～90%，国际社会上有关

“中国神话”、“中国奇迹”等的褒奖也随之而

来。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近20年的快速发

展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非公平正义、缺少远见、

不负责任“增长观”基础上的急功近利式发展，

这一增长模式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种

隐性危机以及各种治理矛盾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

阶段，且解决这些危机与矛盾的代价将日益高

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便难以将过去这

段隐藏在经济高速增长光环下的发展历史欣然标

榜为“中国神话”、“中国奇迹”。 增长主义

作为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必须被终结。

3.2.1  改革新思维与路线的提出

增长主义源于中国1980年代初的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中国凭借“摸着石头过河”与“循序

渐进”为发展特征的经验总结和后发理论归纳而

不断发展，因此，中国的制度设计本身应该是没

有固定的模式的，在未来发展中也将处于不断的

修正中。最近，“持续改革”成为社会各界最关

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已经凝聚成共识。在

图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平均人口密度变动趋势
Fig.6  Changing trend of average population density in cit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199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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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内，进行顶层制度设计，

理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配、

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政府与社会等

等之间的关系，将成为中国改革的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18]。以社会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为主攻

方向的改革新思维将直接剑指增长主义，使中国

城市增长的规制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增长主义

所赖以存在的制度根基将被全面动摇。

3.2.2  宏观调控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制约

面对国内外宏观经济的长期严峻形势，近

年来中央政府强化了金融宏观调控，特别是针对

楼市绑架国民经济、危及社会稳定的深刻教训，中

央政府实施了“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并通过扩大物业税试点等方式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常

态化、长效化调控。中国的房地产问题能否得以妥

善解决，其影响已经绝不仅仅限于房地产本身或金

融、经济领域，它必将对社会发展、地方政府行为

取向、土地制度改革等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与

此同时，18亿亩耕地“红线”和“世界上最严厉

的土地管理制度”，使得地方政府“习以为常”

的土地外延扩张愈发受到了严格限制，凸显了中

央政府已经采取制约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

破解增长主义畸形资金结构的新政策取向。

3.2.3  多重支撑要素约束形成倒逼机制

就国际环境而言，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

机使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和低迷，将在

很大程度上重塑世界经济与贸易分工的格局，越

来越多的国家向中国施加了反倾销、贸易战、人

民币升值等压力，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出口贸易

环境，继续走依赖向西方消费者出售低附加值、

廉价商品的道路将变得愈发困难。总之，促使中

国转变经济增长主要方式的外部倒逼机制加速形

成。与之同时，国内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日

益殆尽的人口红利，使得中国工业化大推进曾经

赖以依靠的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迅速消

失。土地资源日趋紧缺、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以

及国家新近修订的土地征收法规，都使得城市政

府再难以获得前20年那样几乎“用之不竭”的增

量土地资源，城乡土地属性转换之间曾经存在的

巨大利益差将减少甚至消失，将不得不更多地转

向内城的更新再利用，土地开发成本激增。此

外，随着资源枯竭的加快、环境问题的日益恶

化、国际减量排放压力的增加以及公民环保意识

的提升等等，资源环境约束对于增长主义的制约

将持续加强。总之，多重要素约束对中国城市增

长主义的终结形成了强大的倒逼机制。

4  终结增长主义：中国城市规划的新应对

城市规划是实现城市空间生产(urban spatial 

production)的一种重要制度工具。1990年代中晚

期以来，在增长主义的目标引导下，中国的城市

规划促进以“经济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空间载体

迅速形成、扩张。毫无疑问，随着增长主义走向终

结，城市规划的外在环境和内在要求都将发生巨大

的变化，为了化解增长主义所累积的种种城市问

题与挑战，城市规划必须积极做出新的应对。

4.1  从经济主导到多元发展：城市规划价

值观的转向

城市规划是协调各方利益、统筹各种问题

的一项公共政策，这也决定了公共利益是城市规

划最主要的价值导向。然而在增长主义主导的时

期，追求经济增长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因此，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城市规划曾经很大程度

上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价值导向，强调“规划的

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规划就是生产力”，

客观上扮演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推手的角色。在终

结增长主义以后，公共利益的内涵将发生重大的

变化：如何顺利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保持

经济合理增长的基础上化解由于增长主义所带来

和累积的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危机成为了最

大的公共利益，城市规划的价值导向将随之转向

对综合多元发展目标的追求。

在增长主义时期，城市规划作为中国诸多城

市政府攫取空间高利润、参与横向竞争的重要制

度工具，而被紧紧捆绑在以“土地财政”为核心

的城市空间生产逻辑链条之上，城市通过兴建产

业区、新区等大手笔规划来实现土地的增值，实

现地方政府空间开发—收益的资本循环。由此导

致了城市决策者往往把城市规划视为实现其任期

内政绩目标的工具，重视近期增长目标而缺乏对

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关注，频频出现“一任领导、

一套规划”的现象。在摆脱增长主义的窠臼之

后，城市规划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方式应从

直接推动土地增值，转变为真正依靠提高城市品

质来促进城市的持久繁荣。传统依赖土地资源和

低成本工业品竞争的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

极易被其他城市复制，只有面向可持续的未来，

注重城市空间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

位一体的城市品质提升，城市才能在全球、区域

中塑造独特的竞争力。近年来包括一些中国城市

在内的全球性城市文化复兴、城市内生营销[19]等

规划实践运动，正是表征了这种城市竞争新逻辑

的重大转向。

4.2  从粗放扩张到集约更新：城市规划主

导范式的转向

在经济增长至上的目标导向下，城市表现

出以外延拓展为主的空间特征，通过增加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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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获取土地增值来推动城市的增长，外延

扩张型规划成为城市规划者所熟悉的主导规划范

式。在增长主义终结以后，紧缺的资源与严格管

制的约束将使城市空间发展方式转向集约化内涵

式为主，控制增量、盘活存量成为城市空间发展

方式的主要形式，从而必然要求城市规划在编制体

系、方法手段、技术指标、实施管理等一系列方面

实现从粗放扩张型到集约紧凑型范式的转向。

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的许多城市都开

始重视对存量建设用地的进一步挖掘，纷纷开展

了城市更新规划的编制，可以预见未来在中国沿

海经济发达、高城市化地区，更新型规划、复兴

型规划将成为城市规划新的主导范式。在全球、

全国新的人口与生产要素流动重组格局中，甚至

一些城市将因为“去工业化”的影响而不得不面

对“城市收缩”的挑战。有资料表明，在过去

50年中全球有370个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暂时性

或持久地经历了至少10％的人口损失[20]，为此欧

美国家已经在陆续开始探索“收缩城市”方面的

创造性及创新性的规划方法[21]。目前，中国的部

分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城市已经出现了城市衰退的

危机，前些年盲目热衷于扩张城市规模的一些中

小城市也因为增长动力不足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例如鄂尔多斯)。许多研究都表明，中国的人口

总量将于2030年前后进入下行期，城市扩张的内

在需求将进一步消减，城市收缩已经成为离我们

并不遥远的一个现实。可以预见，当前在中国沿

海地区普遍出现的空心村庄、几十乃至上百平

方公里的纯工业区、大规模集中的保障性住区等

等，都将成为将来城市中率先衰退而不得不收缩

的地区。然而，对此无论在思想观念、应对策略

上我们都还缺乏准备。

4.3  从空间分割到整合修补：城市规划重

点任务的转向

在快速城市化的30余年中，中国的城市空

间实现了快速扩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益驱动

下，城市规划通过工业化时代的功能分区理论拉

开了城市的空间框架，强化了各种经济要素的空

间极化，然而却使城市空间的整体性遭到了极大

的破坏。城市与乡镇、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新

城与旧城、高档社区与棚户区等等，中国的城乡

空间中呈现了纷繁复杂的马赛克式拼贴结构。这

种马赛克拼贴结构不仅仅带来了表象上物质空间

的分割，而且更重要的是其背后对城乡社会、文

化环境的割裂。因此在增长主义终结之后，中国

的城市规划将面临着一个重要而艰巨的时代使

命：消化、整合、修复增长主义时期所遗留下来

的各种被割裂的城市空间——融合城市整体空间

肌理，推动资源要素均衡配置，重塑完整的生态

文化体系，在既有板块之间进行填充式的空间

开发，在衰败空间中采用“针灸法”进行有机更

新，激发居民创造力和社区荣誉感进行空间自发

改善，等等。总之，修补型规划将成为中国城市

规划者新的重要任务。

4.4  从分立冲突到统筹协调：城市增长管

理体系的转向

在增长主义的指导思想下，中国的城市政

府一直将经济增长置于首位，形成了粗放式、蔓

延式的城市空间发展态势。严格来说，中国并不

缺乏城市增长管理的工具，目前在中国的行政管

理框架下就有“建设用地边界”、“耕地保护红

线”、“规划用地选址管理”等不同的增长管理

手段。但是，各种类型的增长管理功能分属于土

地、规划等部门，在政策目标、控制理念、技术

路线、管理手段等方面均存在着不一致，相互之

间缺乏协调，导致中国事实上缺乏有效的增长管

理系统。面对增长主义所累积的城市增长问题，

必须通过整合、强化增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加以

控制，寻求开发及保护之间的均衡，塑造合理的

城市空间增长模式，当务之急就是建立起多部门

协调、统一的增长管理体系，促进各类各级规划

之间的衔接和配合，以强化既有规划体系的整体

功能。目前一些城市正在进行的两规合一、多规

合一等实践，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

4.5  从主动实施到受理申请：城市规划实

施方式的转向

中国的城市规划一直以来被视为展现“政

府意志与雄心”的规划，在强势城市政府的作用

下，政府不仅是规划编制的主体，也成为城市规

划实施最主要甚至是直接的推动力量，而市场则

多被置于次要或被动接受的状态，客观上抑制了

市场主体尤其是社会微观主体(城市居民)的参与

积极性。增长主义的终结，意味着未来城市政府

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主动实施规划愿景的行动

将大大弱化，而城市规划的实施将更主要地是面

对和依靠自下而上的、不确定性的市场与社会微

观主体的诉求申请。

来自于不确定性市场与众多社会微观主体自

下而上的规划申请诉求，将对传统的城市规划实

施方法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强力的冲击，城市规划

实施在空间尺度、项目类型、建设规模、利益相

关等方面均将发生显著变化。如何处理长远规划

与实施时间不确定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合法申

请与政府“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如何处理规

划的法定性与实施灵活性间的关系，如何在以开

发者为主体的项目实施中兼顾公共利益等等，对

（下转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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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全省空间数据库，实现全省各市数据联网、共

享，通过多部门协作，循序积累，逐步完善。

江阴市是江苏省县级城市中，信息系统方

面走在最前列的。江阴在长期的城乡规划实践中

形成了良好的地理空间信息工作基础，积累了包

括市域全覆盖的基础地形、遥感影像、土地利

用、道路、建筑以及与空间相关的经济社会等数

据资料。在编制《江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

2030)》过程中，基于市域全覆盖的空间信息数

据库，多层次、多角度地全面运用了空间分析技

术，主要包括市域城镇建设用地容积率和建筑密

度分析、市域综合生态位分析、市域村庄耕作时

空范围分析、市域村庄公共服务空间覆盖水平分

析、城市轨道规划方案下TOD模式的人口分布模

拟、重点调整地区企业发展类型评价等，提高了

规划的科学性。

注释(Notes)

① 参见：张泉，黄富民，杨涛. 公交优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② 根据笔者著作整理：张泉，等. 低碳生态与城乡

规划.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③ 参见：张泉，等. 低碳生态与城乡规划.北京：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④ 参见：张泉. 《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30年》

战略方针的思考.城市规划，2012(9)：45-52。

曾经在增长主义环境中一直习惯亲自充当“操盘

手”的城市政府而言，都是全新而巨大的挑战。

5  结语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特定的内外制度环

境塑造下，中国过去10余年的发展方式表现出了

鲜明的增长主义特征。增长主义主导下的快速发

展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不仅帮助中国创造了经

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同时也孕育了经济、社

会、生态、政府治理等全方面的危机，并最终危

及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成为矛盾

最集中、最尖锐的场所。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来自内部

与外部的各种约束、推力都使得中国必须终结这

种急功近利的增长主义模式，这也给包括城市规

划在内的诸多公共政策应对带来了新的挑战。探

讨中国城市规划的转型，必须置于终结传统增长

主义模式的宏大语境中，并以前瞻的视角和历史

的责任感去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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